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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1970 年代初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历史考察

段 蕾
(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1971 年冬末，官厅水库受到上游企业废水排放污染，并曾一度被群众误以为是阶级敌人投毒，经过调研谣诼粉
碎。1972—1976 年间，党和政府采用跨省市、协同管理的组织形式，一边科学调研，一边分批推进，对官厅水库污染进行
了成功治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的第一次实质性环境治理综合行动，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为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实践和思想认识准备，在新中国环境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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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的标志性

事件，并将注意力多集中于会议及其之后的环保政策

与举措①。然而，始于 1972 年的党和政府对官厅水库
污染的治理，却是在此次会议之前不多见的全方位环

境治理，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1972—1976年间，党和
政府自上而下调动相关省市、部委、科研单位对官厅水
库污染进行了成功治理。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水域污染
治理，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的第一次实质性环境

治理综合行动②，在逐步探索中开启了新中国环境保护

的实际进程。

一、对官厅水库污染的认识:
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污染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
进，到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面临废水、废气、废
渣( 简称“三废”) 污染的严重问题。北京市 1972 年的
全市工业污染源调查表明，“三废”排放量大，没有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1］( P122)。特别是有害废水的数量日益增
多，由于未做处理而任意排放，污染了江河、湖泊、海域
和地下水源，破坏了水产资源，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

体健康［2］( P313)。官厅水库污染就是极其典型的一例。
官厅水库是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上游由

山西雁北地区的桑干河、河北张家口地区怀来的洋河
和北京延庆的妫水河组成。1971 年冬末，官厅水库开
始发现漂有大量泡沫，水色浑黄有异味［3］。1972 年 3
月，北京市场出售的在官厅水库打捞的鲜鱼有异味，食

用之后人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洋河河源
的良田屯社员反映，两年间患病者增多，普遍出现中毒

症状，良田屯小学 426 名学生近一年来因病缺席率达
50%，上课时打盹的半数以上，记忆力也都有不同程度
减退［4］。妫水河边的社员也反映，库水有药味，食用后
除有相似中毒症状外，由于饮水含氟高患关节炎掉牙

的多［4］。
卫生部门就此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项报告，由曲

格平将报告上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5］。周恩来对此非
常重视，要求立即查清事件原因。很快，国家计委和建
委组成调查组，并于 4月开始调查。
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

即使在科学领域，“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还都是新鲜
概念，因而“在极左路线指导下，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是不可能存在污染”［5］。“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

16

①

②

代表性研究参见王瑞芳《从“三废”利用到污染治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安徽史学》2012 年第 1 期) ，翟亚柳《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
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 8期) ，张连辉、赵凌云《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
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等。
参见曲格平、彭近新主编《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第474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环境保护行政

二十年》编委会编《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第5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2］( P2) 还有一些人从环境污染
会危害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

领域，轻视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危害的严重性［6］( P10)。
有的上纲上线，提到政治斗争高度，判断污染原因是阶

级敌人投毒。“那时人们的思想都特别‘左’，阶级斗争
的弦都绷得特别紧，这水是流到北京去的，流到中南海

的，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有人往水库投毒，想毒

害首都人民，毒害党中央毛主席。”［7］( P168)

在此历史背景下，由北京市“三废”管理办公室、官
厅水库管理处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组成的“官
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对官厅水库污染展开调查。
据当时被抽调参与调研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景

华研究员回忆:“上游建了造纸厂、钢铁厂、炭黑厂，小
工厂很多，大量的污水进入河流，汇入水库，引起死

鱼。”［8］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严肃性、准确性，调查组之
后又在官厅水库区布置了采样点，对水质、渔业养殖、
水生生物、水库的底泥等都进行采样分析。最终，根据
大量调查事实和分析数据，确定“官厅水库的死鱼事件
是由于上游工厂排放污水引起来的”［8］。化验表明，水
库水质有恶化趋势。
调查组发现，沙城农药厂废水是危及官厅水库最

直接的污染源［4］; 污染源主要是张家口、大同、宣化等
地区的污水;“沿入库河流两岸建了各种工厂约 500多
家，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排放污水约 6786． 8万吨，直
接或间接地排入河道、进入水库，造成污染”［3］; 洋河河
畔的沙城农药厂、沙城磷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严重，直
接威胁了沿源 7． 5公里范围内六个生产大队的农业生
产和社员身体健康;良田屯大队因距沙城农药厂最近，

24口井水都有强烈地漂白粉味，含氯量在 300 ～ 1000
毫克 /升( 当时北京市自来水一般不超过 100 毫克 /
升)［9］。
显然，专家对当时国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

“环境污染”的舆论、可能要因此承担的政治风险是十
分清楚的。而“这样的报告上报，存在很大风险。但我
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和向群众了解到的情况是真实的，

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8］在调查结果、科学检验与政
治压力面前，调查组专家选择了实事求是。

1972年 4月 29日，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完成
《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认定了官
厅水库属污染性质，而非投毒，主要是上游各河道的工

业废水排放而致。报告强调，污染的程度严重，治理紧
迫，“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
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
斤达两毫克( 日本规定不得超过 0． 11毫克)”［4］。报告
预估，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按照现有废水

排放量，“再过半年水库 DDT的浓度可能由现在最大
的 0． 42微克 /升到 0． 95微克 /升，其他毒物也必然相应
增加，后果严重”［4］。报告郑重指出:“官厅水库受污
染，势必直接影响北京市的地面和地下水的水质。保
护官厅水库的水质，是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的一件大

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4］6月，调查组正式向国
务院上报《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
告》，建议成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小组，采取各种紧急
治理措施。
四天之后，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成立领导小组，

开展污染治理，尽快改变被污染的现状［2］( P473—474)。紧
接着 ，国务院以国发( 1972) 46号文批转《关于官厅水
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批示指出，随着中国
工业的发展，对于防止污染必须更加重视，特别是对于

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水源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各

地应尽快组织力量，进行检查，作出规划，认真治

理［10］( P196)。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批示，显示了国家对
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在周恩来领导下，国务院首次向
全国发出中国存在环境污染的警示，并提出对区域性

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要求。

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
调研治理并举，成效逐年显现

在周恩来指导下，横跨流域、统一领导的官厅水系
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很快成立，一边调研，一边治理，启

动了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
( 一) 领导小组成立:横跨流域，跨省市协同管理

官厅水库水质污染直接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在
周恩来指导下，1972 年 6 月 23 日，官厅水系水源保护
领导小组迅速成立，主任万里，主要成员有: 河北、山
西、北京、天津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中国科学院的
领导［3］。领导小组和所属办公室是一个跨省、市的联
合组织形式，主要任务是协调官厅水库上游，山西、河
北和北京的工厂污染源治理; 基本任务是组织统一规

划、分头治理、联合检查、相互促进。同时，调集水文、
气象、地质、水利工程等科技力量，展开对官厅水库全
流域性的勘查工作，为治理收集系统完备的资料。

7月，领导小组在对 13个市、县 86 个工厂作了详
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
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该报告为整个流域污染
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8月 17日，国务院批转《关
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9 月 5
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
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
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污染，一抓到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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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半途而废［11］( P549)。高密度、快节奏会议的召开和一
系列报告及批示措施的出台，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高效执行力。
( 二) 分批逐步推进:综合利用，边发现问题边治理

在有关专家指导下，领导小组采取综合利用、化害
为利、改革工艺、减少污染、污水净化处理等积极治理
措施，将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和印发《工作简报》作为
两个有力抓手，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并对落后单位展开

批评和监督等，于 1972—1976年间基本完成了对官厅
水库的治理工作。
从 1972年开始，国家和有关部委投入专款近 3000

万元展开治污攻关行动，分三批对官厅水库上游 39个
重点污染企业的 77 个项目进行治理，按其规模、性质
分别确定相应治理方案［12］。同时，还在水库及其上游
地区建成五个监测站。在专家和水库沿线企业及有关
单位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各污染项目治理取得了很

大进展，并在系统总结中为水源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

数据、分析和指导。
当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国家层面的治

理行动，官厅水库的治理过程其实殊为复杂，并不如现

今一样提前就有周密的污染治理方案，而是经历了一

个边发现问题边进行治理的过程。例如，制定治理方
案过程中，出现了信心不足和依赖思想，张家口有些人

就认为“设备缺，条件差，污水量大”。基于这种情况，
在治理过程中，中共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主持会议
并成立领导小组，检查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张家口计委

等部门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13］。同时，这个过程中还
存在着物资配备供给不及时、基层单位负责人认识不
到位等混乱情况［14］。1975年 5月《官厅水源保护工作
简报》中亦指出，“还有一些同志和单位，对环境和水源
保护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环保长期性认识

不足，因此，班子不健全，遇事没人管的现象还程度不

同的存在着，致使工程进度一拖再拖，长期收不了

尾”［14］。应指出，当时在中国尚未形成任何成熟规范
的环境保护程序，作为国家层面的首次治理行动，是蹒

跚起步、懵懂摸索，出现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也可理解，
无可厚非。
( 三) 治理成效:逐年好转，取得良好效果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工程在 1976 年末基本落下了
帷幕。领导小组在各方协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从
1973年治理伊始就有了明显成效。

1973年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关于官厅水
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报告》指出，沙城农药厂滴滴涕车间
停产以来，附近良田屯大队的社员健康状况有了明显

好转［2］( P448)。1974年上半年据河道和库区居民反映，

除氯化物略有增加，水质略偏碱性外，水体色、嗅、味略
有增加，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药的污染得到了控
制，死鱼现象未再发现，其他多种污染物质的浓度都有

所降低，库水水质得到明显好转［3］。1975年测定时，官
厅水库水质显著好转，库水异味消失，水色变清，死鱼

现象已经没有了。1976 年以后，水库水质基本接近饮
用水标准［15］( P462)。
从官厅水库各河道综合污染指数( K值) 的变化上

看，1973年至 1976年间大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治理
的迟滞反应，虽然 1974年除妫水河之外的三个河道 K
值并未有减少，但从 1974年起都展现稳定的下降态势，
显示了治理的良好效果［16］。这项新中国历史上国家层
面开展的第一项水污染治理行动取得成功，为今后环

境问题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官厅水库治理:新中国
成功治理污染的历史样本

官厅水库的有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环境执政

能力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开启中国民众“环境保护”
之启蒙，为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树立了样板，奠定了中国

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污染治理的模式。正如在第一次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官厅水库污染治

理中，“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领导同志亲自抓，统一
规划，依靠群众，全面治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情况已

经显著好转”［2］( P315)。此次治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开创了流域管理模式和

环境保护的“三同时”制度。
在污染治理方面，“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

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流域管理模式; 在污染防治方

面，治理过程中提出的“三同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方
面的一项重要基本制度。
由于水源流域先后跨越不同省市、有不可分割的

特性，对流域的管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区划。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这个跨流域的水源保护机

构，作为在地方政府间横向协调基础上的管理体制，证

明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一是可以从流域管理的大
局出发，全面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截至 1975年，多次组织有关省、地、市“环办”、工业主
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审查治理方案、检查工程进度、帮
助解决技术和设备材料等困难问题，起了互相学习、互
相促进的作用。二是在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之
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
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作为首个国内跨流域环保

机构，它的建立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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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基本格局。
在环境保护法制的建章立制方面，官厅水库治理

中初步制定了涉及流域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如在 1975
年编制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讨论
稿)》，并于 1984年正式颁布《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
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水库流域性地方性法规，为
其后制定全国性的有关各领域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

供了地方立法基础和立法经验。
从环境制度而言，官厅水库治理促成了“三同时”

制度的出台。1972年 4月 29日，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
查组完成的《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
建议措施中就明确指出，“加强对库区周围及上游城市
新建扩建厂矿的管理，必须在基建及设计中考虑工业

废水的回收与处理，否则不得兴建”［4］。1972 年 6 月，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
解决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工厂建设和‘三废’利用要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0］( P20)。作为新中国最
早的环境管理制度，“三同时”制度自此肇始，并逐渐成
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影响至今。
第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为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实践和思想认识基础。
1973年 8月 5—20 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在北京召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实践，被作为做法
和经验进行推广，促进了全社会对环境污染的认识和

了解，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会议准备材料和大会的主旨发言中都引用了沙

城农药厂成功治理、对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例子。同
时，官厅水库污染得以有效治理所依赖的科学精神，也

深刻影响着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对工业
“三废”污染的讨论。会上，各路专家畅所欲言、直言不
讳地指出当时的环境污染的事实和风险，分别介绍了

部分水域污染严重、局部地区大气受到污染、部分厂矿
劳动环境不好不少职业患职业病等真实情况，批评了

“社会主义无公害论”、“治公害误生产论”等错误认识，
为客观认识现状，破除思想束缚，树立正确观念，促进

思想开放，加紧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回归，

促进了环境科学学科的创立。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官厅水库污染

治理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艰苦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极“左”的社会环境下，官厅水库
污染治理能够排除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的困扰，科学家

能够秉承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讲出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并大力促成环境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体现了在那个年

代殊为不易的科学精神的回归。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研究促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作

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出现在中国科研领域，这对于国家

科学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治理过程中
创新采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思维

与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建构系统的环境科学研究方法

论的历史起点［17］。官厅水库治理因为在国内科学方面
的首创，获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四、余 论

毋庸讳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作为新中国成立第

一次成功的污染治理事件，不免烙刻政治挂帅的时代

痕迹，也存在一些起步之初的难题，诸如管理体制、制
度建设不健全，导致工作的成败完全因人而异。具体
表现是，万里任组长时，深入调查，周密计划，敢抓敢

管，措施落实［2］( P4) ，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而万里
调走后接任的多位领导小组组长，在流域管理上没有

做到一抓到底，部委之间、各省市之间，上下游之间，各
种矛盾逐渐显现［7］( P171)。目前，水库还是由于污染之甚
退出北京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这种波折不仅存在于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一例，而是普遍见于环保事件中，可

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制度建设仍是制约中国环境保
护成效的重要因素。
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未及时做好赔偿、解释等相

关工作，酿成群体性事件。例如，1974 年 7 月 1 日晚
19—21时，良田屯生产大队千余农民包围、冲击了沙城
农药厂，导致“工厂停产十二天，损失近五十万元产
值”［18］。这次事件的缘起，是由于 1972年沙城农药厂
对良田屯的污染赔偿一直未落实。“农药厂经过停产
治理后，滴滴涕、氯化苯、三氯乙醛在污水中的含量已
达到或接近国家排放标准。由于非正常排碱，产生了
危害，农民认为该厂在治理污水上弄虚作假，欺骗领

导，是为不赔偿农业损失制造借口，如果再沉默下去，

就要永远受农药厂危害。”［18］时至今日，政府因未能较
好回应相关诉求、保护相关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仍接连不断。面对日益提高的公众环保意识，如何更
好地满足公众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实
现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

一个重大课题。
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距今已有四十余年，但至今
仍在展示着污染与治理的双重变奏，这更凸显了研究

本案例深邃的历史意义和严肃的现实关怀。中共十八
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19］( P39)。而要实现这一宏伟愿景，迫切需要从历史
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探索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全力助

“美丽中国梦”早日实现。
46

河北学刊 2015·5



［参 考 文 献］

［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志·环境保护志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曲格平，彭近新．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
保护会议［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3］官厅水源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提纲( 1974年 12月) ［Z］．北京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3 －002 －00084．
［4］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 1974 年 4 月 29
日) ［Z］．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64 －4 －23．
［5］曲格平访谈( 2015年 6月 29日上午) ［Z］．北京市环境大厦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
［6］《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
十年［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7］冯永峰．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的环保
出路［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8］王景华．“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开启环境保护研究之门［EB/

OL］．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建所 70周年暨综
合科学考察 55周年网站．
［9］河北省工业三废污染及其危害的调查报告( 1973 年 5 月)
［Z］．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64 －6 －10．
［10］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等．环境法参考资料选编

( 内部资料) :第 2辑［Z］． 1982．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2］一、二、三批治理工程情况汇总表( 1972 年) ［Z］．北京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193 －002 －00024．

［13］张家口地革委负责同志在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经验交
流会上的发言( 摘要) ( 1975年 8月 4日) ［Z］．河北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919 －3 －332．

［14］官厅水源保护工作简报( 六) ( 1975年 5月 22日) ［Z］．北京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3 －002 －00112．

［15］海河志编纂委员会．海河志［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1998．

［16］官厅水库 1973—1978 年水质情况平均变化的统计分析
( 1979年) ［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3 －002 －00227．

［17］司俊芳，牟焕森．我国环境科学的创建及其方法论创新路径
［J］．探求，2011( 4) ．
［18］张家口革命委员会．《关于报送沙城农药厂被农民冲厂调
查报告》的报告( 1974 年 9月 14日) ［Z］．河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1098 －1 －6 －27．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The Initial Stag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ew Chin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Pollution Treatment of Guanting Ｒeservoir in the Early 1970s

DUAN Lei
( School of Marxism，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winter of 1971，Guanting Ｒeservoir was polluted by Industrial wastewater of
upstream enterprise． At the tim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people mistakenly assumed it as the class
enemy poisoning，rumor crushed after investigation． Between 1972 and 1976，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ccross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batch propulsion，successfully govern the pollu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carry out substantiv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c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reflects the return of scientific spirit，lays the prac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
tion fo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eting in 1973，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Guanting reservoir; pollution;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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